
公共领域中的慈善、
福音与民族主义

———以近代杭州麻风病救治为例

周东华

提要:在医疗社会史领域，对于疾病与社会、文化乃至殖民主义、民族主
义关系的研究，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巨大兴趣。本文以近代杭州的麻风救治为
例，旨在探讨福音医学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关联性。文章认为，在近代中
国，福音医学是麻风病救治的绝对主导，通过为麻风病患筑家园、求福音和谋
国族，传教士为近代中国带来了不同于明、清时期中国麻风救治传统的卫生
现代性，即传教士抛弃了中国明清时期的“强制隔离”制度，在“人道隔离”
中，“疗身与疗灵”并举，使麻风病患在卫生慈善机构中得到有效救治与
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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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多元视角下的疾病、福音医学与近代中国社会

在近代中国，具备“现代性”要素所无从回避的一个面向是，殖民
主义和帝国主义把“西方”隐喻的“全球”模式移植到近代中国这个“地
方”场域中。其中，关于西方的卫生、种族、公共领域等观念如何被注
入近代中国、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此如何反应，美国学者罗芙芸总结
出“身体的殖民”和“质疑殖民霸权”两种路经。她认为:殖民地医学的
推动者———医疗传教士、海关医生等各色“西医”以“科学”为标识，强行
将西医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和新兴政治秩序的组成部分”，渗透到殖
民地社会中;与此同时，殖民地医学的受众———中国的本土精英则通过
转译、改造西医的“科学性”，使之成为一种“有争议的知识”，从而捍卫或
创造性地运用“中医”来挑战和重塑西方的“现代性”(罗芙芸，2007)。
罗芙芸提出的“身体的殖民”和“质疑殖民霸权”两种范式，在目前

学界有关西人与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治问题的研究中已有很多的体现。
梁其姿有关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麻风救治的研究，可视作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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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对麻风传染性的看法、隔离的必要与主要的治疗方式，中国
自明、清至近代有一悠长的传统，从未中断。西方或中国西化精英以为
西方在这方面带来了新想法或技术，其实是言过其实”(梁其姿，
2003)。仔细辨析梁其姿在“多元现代性”理论基础上“质疑殖民霸
权”、批判“身体的殖民”的医疗史书写，可以发现包含在其写作立场上
的中国本位思想。梁氏由此而择取史料，往往失去了客观性，故遭遇到
质疑，如刘家峰就认为: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治的贡献或称为

“新想法或技术”中最重要的是从重隔离转向重治疗(刘家峰，2008)。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医疗社会史领域中之“麻风病”，将“身体、殖

民与民族主义”三者组合成难解的统一体，如何从中解析出“殖民与质
疑”的二元对立，建构一种更为复杂而客观的关系，成为当下麻风救治
史研究的要义。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场域中，中、西被自然划分为“现代”与“传统”

两个世界:西方的一切，包括西方人高大健硕的“身体”都与船坚炮利
一样，被赋予了“现代性”的内涵;中国的所有，特别是羸弱矮小的“身
体”，亦成为“非现代”、“落后”的表征。于是，中国倾向西化的精英，将
追求身体的强硕健康作为国家致强致富的佳径，梁启超所谓“少年强
则中国强”正是此理。与此同时，传教士作为西方在华的一支重要力
量，亦将对中国人“身体”的关注作为他们取得在华合法性的入口。禁
缠足、倡女学、强国民等理念无一不契合中国精英的需求。由此，双方
形成这样一种关系:传教士通过提供西方现代性来获得中国社会的认

同;中国精英则经由传教士使中国尽量、尽快现代化。从这个角度而
言，所谓“身体的殖民”和“质疑殖民霸权”都有一定的缺陷。简言之，
被动的“身体的殖民”在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品格的早期实际上甚少
出现，更多的是中国精英对体现西方“现代性”的“身体的改造”拥泵。
所谓“质疑殖民霸权”，亦只是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且是在与
“现代性”不相悖逆的状况下，通过“传统”的再发现来追寻某些类似于
西方现代性的中国元素。
需要谨慎对待的是，清季民初对西方“现代性”的主动拥护并非是

对殖民主义的欢迎，中国精英实用主义的处世理念在对待与殖民主义

糅合相伴的西方现代性时，主动剔除了其“侵略”的内涵而保留了能
“为我所用”的部分。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民族主义占据主导的时代，
中国精英“质疑殖民霸权”亦非单纯表现为否定西方“现代性”，西方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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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是参照物，中国传统中的“现代性”仅仅表现为满足与西方一较高低
的欲求。
因此，在“身体、殖民与民族主义”的范畴中，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治

呈现出繁芜的数重面向:既有传教士推行“身体的殖民”的一面，又有
中国精英主动迎合西方“现代性”的一面;既有传教士促进中国“现代
性”的一面，又有中国精英“质疑殖民霸权”的一面;既有传教士无意推
动“身体的殖民”而仅将其视为自身使命的一面，又有中国精英无视
“殖民霸权”仅将传教士的行为视为“在医言医”的一面。从传教士创
办的麻风院的实际运行情况看，至少在杭州麻风院这一个案中，上述面

向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杭州麻风院的正式名称是“杭州广济麻风院”，系大英教会创办之

杭州广济医院的一部分，由英国传教士梅藤更(D. Duncan Main)初创
于 1892 年，因创办最早、采用住院而非门诊治疗麻风病为世人熟知
(Maxwell，1932)。就是这样一所麻风病院，其开办动机和实际效果在
身份不同者口中有了不同的答案，从而呈现出有关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麻风救治的不同面向。
在传教士自己看来，诊治麻风与向麻风病患传教都是自己作为基

督徒的责任。以梅藤更为例，他认为医病与传道“二者关系之密切，正
如机会与负担，学识与成绩，固缺一不可乎!”(梅藤更，1924a)故“行医
治病，仅我差会活动之一部分耳。近今主要事工……尤当以宣传福音
高举基督为前提，俾使一切承受我侪看护以及训练之人，咸能面谒耶稣

而明认之也”(梅藤更，1924b)。在一些西化精英看来，杭州麻风院是
西人输入“现代性”的典范，传教士是建立杭州公共卫生的推动者。例
如，杭州某地方精英称麻风病乃一种“天刑”，“泰西前多此症，自设院
收养后，国内逐渐绝迹”(俞熙民、李振华，1924)。
梅藤更莅杭后“即思仿行西方”，办此麻风病院，收治患者(俞熙

民、李振华，1924)。该院“分男女二部，房屋宽敞、设备完善，有常住医
生一人，施用新式注射;院址临山面湖，空气清洁，远隔尘嚣，尤称方便，

吾国麻疯院中，无出其右者”(邬志坚，1927)。但在一些激进的民族主
义者眼中，杭州麻风院则变成传教士对中国民众进行“身体的殖民”的
象征，他们控诉梅藤更“给杭州者无他，麻疯而已!”(Wu，1929)更有人
在致函市政府，质疑梅藤更“毫无传染病学知识”，听任麻风病人“出入
自由，徘徊市肆”，致“向乏麻疯病存在之本市，现亦变为麻疯病猖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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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杭州医药协会呈请市政府建设麻疯病人收容所》，1930)。在
一些温和的民族主义者看来，传教士帮助中国进行麻风救治固好，但中

国若能主动承担麻风救治则更好。他们宣称，“国人之睹此义举，必当
起而尽力图之，不使梅公专美于前也”，“我们医界的有力分子，和社会
上慈善家，应当站出来想个法子，捡选空气通畅，远离市肆的地方，赶紧

设立麻疯院去收养，何必一定要让外国人来专美呢?”(俞熙民、李振
华，1924)
简言之，传教士梅藤更把自己救治麻风病人的行为视为自己两种

身份的统一:作为侍奉基督的“传教士”，肩负传播福音的重责，行医是
为传教，自然不可避免有“殖民”病人“身体”使之皈依基督教的倾向;
作为在杭州居住多年的“市民”，他又自觉承担起杭州公共卫生系统构
建的责任，救治麻风当属于“去政治化”的行为。在民族主义炽热者看
来，梅藤更的举措显然属于典型的“殖民活动”，非但未给杭州带来福
祇，反而加剧了杭州麻风的扩散，故他们用激烈的词汇质疑传教士的

“殖民霸权”。与炽热的民族主义者的质疑相反，西化精英们则表现为
西方“现代性”的拥泵者，他们毫不吝啬地用美妙的词汇赞誉梅藤更的
创举。介于两者之间的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则视梅藤更的行为为“在
医言医”的体现，中国人应以梅氏为鉴，自行举办麻风救治事业，以维
“国权”，以张“国威”。
传教士身上兼具的“身体的殖民”与“在医言医”的身份自觉，中国

民族主义者身上兼具的质疑、拥泵与中立三种态度，促使我们必须更加
谨慎地对待福音医学与近代中国“现代性”之关系。在近代中国的历
史场域中，福音医学究竟用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卫生

现代性，中国精英又以何种途径、多大程度上迎合或拒绝这种现代性，
中国社会又是如何承载这种现代性，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关乎近代中国

国族建构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已有学者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开始尝试用更为复杂

和多元的视角讨论疾病、福音医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李尚仁，2004;
杨念群，2006)。在近代中国麻风病史研究领域，学者们显然也开始认
识到福音医学与近代中国关系的复杂性，对诸如传统中国的麻风救治

方式、19 世纪西医对中国麻风病的认识、福音医学与地方麻风病的救
治等问题，展开了一些专题研究(陈威彬，2001;李尚仁，2003;陈歆怡，
2005;杨念群，2006;Wang，2007;董少新，2008:151 － 173)。尽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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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梁其姿提出的福音医学中断明、清中国固有之麻风救治传统，从而
未给近代中国带来“新想法或新技术”的问题尚未见正面的讨论。本
文即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根据近代杭州麻风院医(传教士医生)患(麻

风病人)所书写的有关杭州麻风病史的院务报告、书信，以及其他传教
士医生、中华麻风救济会干事的调查报告等原始资料，从一个更加多元
的视角来探讨福音医学与近代中国之复杂关系。

二、为麻风人筑家园:慈善卫生机关里之救治与养老

传统中国是这样描述麻风病的:“癞病(Leprosy)，恶疾也，一名大
麻疯，古称大疠风。吾国闽粤患者尤多。彼辈之所以不得治愈者，以其
乏神医鲜圣药也。该症形虽难见于批复，毒实积于脏腹，其候先麻木不
仁，次发亦赤，再次浮肿，破烂无脓，渐致眉秃目损，耳鸣声嘶，鼻梁崩

塌，指趾节脱，遂失其本相，狞然可怖，躯体残废，无以为生”(沈永生，
1925)。故此疾病时常被定义为“天刑”(A Punishment from the Gods)
(Maxwell，1932)、“最可怕的疾病”(李延安，1933)、“世界最恶毒之疾
病”(Editorial，1935)。然而，无论是乡规民约还是精英观念，传统中国
人对患此恶疾要么借婚“过癞”;要么麻木不仁、毫无同情之心;要么依
据族规，“永禁麻风岛”，强制隔离，为家族和社会所抛弃，老死无救。
实际上，近代中国社会对麻风病患的冷漠与歧视，不仅仅是大众、

文盲的专利品，在受过教育甚至喝过洋墨水的精英那里，亦相差无几。
一次，中华麻疯救济会总干事邬志坚与一位上海法律学校留美归来的

福建籍年轻教授谈及自己刚从福建回来，那里麻风病患的遭遇非常悲

惨，询问这位年轻教授有何办法可以帮助这些麻疯同乡减轻痛苦时，这

位年轻教授竟毫无怜惜之心地回答:“是的，我知道福建有很多麻风
人。但是你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麻风是不可治愈的。对付他们的最佳
方法是:杀死麻风人!”(Wu，1935)
乡规民约的强制约束、社会民众的无情冷漠，加深了麻风病患者对

自己遭遇的痛苦感受，使得他们前所未有地渴望得到“家”的呵护。杭
州麻风院的女病人钟英坦言:

麻疯病在人类中产生的痛苦，可算达于极点了。一个完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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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泼的人，一经传染，就难免改变常态，落成残废。非惟外观上难
堪，而毕生的幸福与成功，或将从此丧失……所以我的脑袋中，除
了睡觉以外，都是痛苦和忧伤的感想。觉旧日快愉的精神，已变做
烦闷而懊伤的情感了。这种痛苦的生活，实无异处于地狱之中。
呜呼惨矣! 可恨的麻疯魔王，我的希望，我的成功，都被你夺了去

了。我半生的幸福，已被你换作痛苦和悲哀了。这种痛苦我总不
会轻易忘记的。(钟英，1927)

另一位小病人王钰回忆道:

像我 14 岁轻轻的年纪就要离家远去，自然是难受极了，然而
为了病和家，哪用得你来留恋呢……人生最惨者，莫如生离与死
别，但我觉得“生离”比“死别”更是难堪。像我这幕为了不幸的遭
遇和家庭硬生生别离的悲剧，是多么地凄惨! 虽然已事隔数年，但

这幕悲剧的全貌，还至今深深地刻在我脑海中。(王钰，1939)

或许是麻风病患的不幸感动了上天，他们渴望“家园”的梦想终于
实现。1892 年梅藤更在杭州为这些“‘无立锥之地’之人开创了一项尊
贵的工作”(Wu，1929)。据记载，梅藤更莅杭不久就遇到如何医治“数
量如此众多、遭遇却如此糟糕之麻风病患”这个严重问题，因为对麻风
病而言，门诊治疗“仅仅只能作为临时措施”。一天，梅医生循例问诊
病人，碰巧诊到一名近乎失明、臭不可闻的麻风后期患者。在门诊室被
迫进行消毒和通风时，梅医生在医院的小花园里漫步。初夏花园里鲜
花盛开，迷人的花香沁人心脾。对比之下的强烈反差如闪电击中梅医
生的心，沉思之后，他决定“为无助的男女麻风病患筑家园，使得他们
能够在此家园中得到所有的药物治疗、心灵援助和希望”(Gammie，
1935:52 － 53)。然而，“救济麻疯是一最大的经济问题，若取容疯人，
在院长期住诊，其所耗衣、食、住及医药等费，为数实不少，经费支绌是
做事的最大障碍”(邓述堃，1933)。在爱丁堡万国麻风救济会(The
Edinburgh Mission to Lepers)和其他苏格兰朋友的资助下，1892 年梅藤
更“在毗邻广济产科医院的一间空教室内，正式开办了最早的麻风院”
(Gammie，1935:54)。
虽然获取经费不易，且作为医院，自然可以靠向病人收取药费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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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维持，但是，梅藤更的麻风院却从未做此打算。“发轫之始，就诊之
人，咸不取费，嗣以远近云集”(《广济医院同人为院长通告书》，1924)。
即使需要收取费用，相较于其他麻风病院一次性缴纳“30 或 50 元”(东
莞麻风院)的费用，杭州麻风院“只须第一次缴纳挂号费 5 元”后“终身
不纳分文费用”的规定充分证明其慈善性质。
维持这种纯属慈善举措的麻风救治活动要比创设它更加艰难。

“救济麻疯不是一种消极的慈善事业，乃是一种猛力的奋斗。风魔强
悍善战，吃人如麻，较诸《西游记》中的牛魔王还要来得厉害。倘无科
学的头脑、牺牲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志向，是绝难取胜的”(《社言》，
1930)。在梅藤更的竭力维持下，杭州麻风院的发展蒸蒸日上，及至
1927 年初梅藤更退休返回英国，他为麻风病人筑就的“家园”规模可
观、设施完备，堪称当时传教士为麻风病人筑家园的典型。梅藤更的继
任者苏达立(S. Douglas Sturton)在此基础上更是精益求精，发展出一
套以基督教信仰为核心的麻风院管理制度。
苏达立认为:一个成功麻风病院运作的前提是“全体职员拥有基

督教体验”，因为惟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实践耶稣亲身“洁净麻风人”
的大义。他说:

我们非但不应该视麻风人为社会的被抛弃者，我们更应该把

他们当作患肺结核或其他疾病的病人一样，将他们视为患麻疯的

病人。在我们与患麻风的病人接触时，我们必须牢记:除了疾病本
身带来的肉体症状外，他们同时承受一种长久被视为绝症的、即使
能治疗，亦需要花费相当长久时间的、极端的慢性疾病折磨的精神
痛苦。我们亦必须牢记:被严格隔离的麻风人被引导过一种不正
常的群体生活、被惨酷地切断了与家人之间的联系。当我们被导
向对患麻风的病人不耐心时，我们必须牢记上述两点，尝试与这些

不幸的麻风人进行换位思考。(Sturton，1935)

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出杭州麻风院管理的 7 条经验:1.麻风院毋需
昂贵但需有吸引力，应该有一个适当的花园;2.给养自足;3.自助护理;
4.为病人设计各类力所能及的工作;5.配备完整的职员;6.积极治疗;
7.经费保障(Sturton，1935)。
在梅藤更和苏达立的管理下，杭州麻风院逐渐变为麻风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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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他们不但得到了应有的“救治”，更能无后顾之忧地“养老”。麻风
病能够医治的观念始于万国麻风救济会的倡导，该会“不特为一慈善
团体，且亦为一规模宏大之卫生机关，用科学方法，从事于麻疯之医

治”(白纳脱，1931)。杭州麻风病院秉承该会用“科学”方法救治麻风
病的原则，施药救治。“院内聘有医士，专司诊察，每星期施用新药注
射。此外派护士发药洗疮及护助病重者”(黄凌萃，1927)。除了“科
学”救治外，此“麻风家园”还是麻风人“养老”之所在。“在此收养男
女老少的人，除了衣、食、住、日光、空气、运动、休息的场所特别享受外，
还有请宣道员，每日在这里讲道，使得他们身心受益，乐而忘忧，而且一

直要养到他们天年告终为止”(俞熙民、李振华，1924)。
如前所论，在杭州麻风院“养老”并非简单地等死，而是有许多的

具体事务，其中最重要者有二:适当劳作与身心娱乐。前者既可减轻
“家园”管理者的经济负担，部分实现自力更生，又能作为辅助治疗的
工具;后者则能更好促进麻风病患的身心愉悦，于“病人本身肉体和精
神方面，裨益良多”(李俊昌，1927)。
在梅藤更和苏达立两代医疗传教士的努力下，杭州麻风院发展态

势良好，病人数量经年累增。1927 年的统计显示，“两院男女麻疯病人
现有 60 余人。其中病患较轻、精力无异常人，能经营工作者，占总数
6 /10;其病已告痊，因无家可归仍留院中经 10 年、8 年、多至 30 余年
者，亦有之。其完全治愈而愿回家者，更实繁有徒”(黄凌萃，1927)。
即使在中国时局最为动荡的抗日战争时期，杭州麻风院亦坚持其“为
麻风人筑家园”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救治麻风病患。1938 年 1 月院方
称:“除了少部分来自上海的病人，其余病人在战争期间一切安好，麻
风病人挖掘了防空壕。食物很难弄到，衣服亦非常需要”(Maxwell，
1938)。到抗战最为艰苦的 1941 年前后，杭州麻风院“迫于经济的无
着，只得忍痛勒令轻症者回返老家”，但即便如此，仍“剩余 89 名无家
可归的病人”(《杭州麻疯院之劫后余生》，1943)。
非但如此，在观察家和病患眼中，杭州麻风院已然成为麻风病患真

正的家园。有人宣称:杭州麻风院犹如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
“病人们被教导如何照顾自己，并彼此帮助保持住所的干净”(Lee，
1928)。有病患称:“愚自进院以来，精神与物质俱颇适意”(《杭州广济
麻疯病人自述》，1930)，“如坐春风化雨之中”(《来函选录·其二》，
1927)。以慈善为首要出发点，“救治与养老”并重的救治方针甚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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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相比较于治愈后过正常生活的机会，一些
麻风人更愿意选择衣食俱有保障的麻风身份，终身住在麻风院里”
(Sturton ＆ Haddow，1932)。
梅藤更及其继任者苏达立在创设杭州麻风院的过程中，最基本的

出发点即是把该院办成麻风人的慈善卫生机关:一方面发扬传教士的

慈善性格，将该院定义为对穷人全额免费、其他病人只需缴纳 5 元挂号
费，此后终身不收费的慈善机关，令麻风人能安心在此终老。即使在战
争或动乱期间，亦设法维持，保证穷苦无依的麻风病人能颐养天年。另
一方面，梅藤更和苏达立根据现代医学病理科学的演进，对住院的麻风

人进行积极治疗，使其能够康复，过正常人的生活。由此可见，传教士
对于近代中国麻风救治的第一大重要贡献，或者说传教士带来的新的

现代麻风救治理念，即在于提出了“为麻风人筑家园”的原则，使那些
为社会唾弃的麻风病人能够拥有新的家园———肉体和精神并重的家
园———“救治与养老”。

三、为麻风人求福音:人道隔离中之疗身与疗灵

近代中国麻风救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传教士和教会力量占据绝对

优势，1940 年全国 51 处麻风院和麻风诊所中，与基督教和传教士相关
者 40 余家，国人自主创办者 1 家且已停办，中国地方政府创办者仅 5
家(Lee，1940)。传教士和教会系近代中国“麻疯事业的先锋”(李俊
昌，1927)这一不争的事实，使得“疗身与疗灵”成为麻风病救治不可回
避的两个面向。
在“疗灵”方面，早在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救助麻风病人就已具有

这种理念。

麻风在当时还是不治之症，定期的宗教义务虽不具有医学治

疗意义，却可以对患者心理产生慰藉，甚至可能减缓疾病给身体带

来的痛苦。教会是将麻风病人视为患了病的普通信徒，而没有对
他们进行“活死人”的宣判。这在西洋传教士对中国麻风病人的
诸多救助活动中具有普遍性，而与 14 世纪以前欧洲的麻风隔离及
明清中国社会处理麻风病人的方式有别。(董少新，200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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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耶稣会士提倡平等对待麻风人，对其进行“疗灵”是他们相
对于中世纪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对待麻风病患方式的一大进步的
话，那么提倡“疗身与疗灵”并重的新教传教士则较耶稣会士更进了一
步。海瑟指出:“基督教的实惠和它教义的仁慈，足使被人唾弃的麻疯
人，复得人生趣味，给全世界麻疯人以心灵上的光明、肉体上的救济，这
便是基督教的特质”(Heiser，1927)。以“耶稣为榜样，首先洁净麻风
然后拯救其灵魂”(Editorial，1933)，成为新教医疗传教士救治麻风病
人的基本理念。杭州麻风院亦不例外。
梅藤更说:“‘令中国人入教’———如中国人自己所说的———并非

传教士或教会工作的全部。治愈疾病、解决温饱、清除污垢、洁净身体、
保持整洁、宽慰破碎的心、缓解和同情、使人愉快、令其微笑、忘记自我、
兴奋其思想，将之引导到更高层次的目标———在我脑海中，这些才是福
音的真正目标”(Gammie，1935:51)。从梅藤更的界定可以肯定，杭州
麻风院所推行的“为麻风人求福音”之“福音”内涵，实际上包含了“疗
身与疗灵”两个方面。
“疗灵”工作伴随近代杭州麻风院的始终。建院伊始，“一间能够
容纳所有麻风人的小房子被作为教堂，每日早上都有牧师为能够参与

的人员布道”。此后确有一些麻风病人皈依了基督教，例如，一位年轻
的女麻风病人临终前对梅藤更说:“医生，他们曾经称呼我为‘美人’，
因为我容貌出众。但病症令我变得肮脏不堪，我为我的脸感到羞愧。
很快我就能够见到耶稣，所有的一切终将忘却，永远纯洁和洁净。”她
留下的临终之言是:“曾经确为麻风人，但已被耶稣的血所洁净!”
(Gammie，1935:54 － 55)苏达立很好地保留了这种传统，他说:“对麻
风院而言，我相信没有其他东西比积极的教会生活更具财富”(Sturton，
1935)。为了更好推动杭州麻风院的“疗灵”工作，梅藤更和苏达立在
扩建麻风院时，还新建一座“专为麻风病人而建造的”、被命名为“圣约
翰堂”的教堂。
杭州麻风院的“疗灵”是如何进行的呢? 杭州麻风院“有老牧师与

传道士二人住院领导。他们视病人如家人，给病人许多宝贵的安慰和
帮助。每日早起晨更，9 时大礼拜，午后 5 时唱歌，晚 8 时查经，礼拜
三、六两日开勉励会。每次开会有 7 位兄弟姊妹演讲。姊妹方面，更较
热心整齐，她们在礼拜二有个特别祈祷会。礼拜堂很严肃，凡进去者先
做祷告。祷告时，均需下跪，态度很虔诚”(张月文，1943)。参加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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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麻风病患被称赞为“最专心的听讲者”，即便“在省政府严禁布
道的情况下，麻风人显然非常乐意能再次聆听到福音”(Wu，1929)。
需要强调的是，杭州麻风院虽然长久不懈地推行“疗灵”工作，但

并不以强迫病患受洗入教为治疗前提。据统计，1921 年“有 7 位男麻
风病人、3 位女麻风病人通过公开受洗，宣布其膺信耶稣”(“Annual
Report for 1921 of the Hangchow Hospital and Medical Training Colleg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 M. S.”，1922);1936 年有 25 人受洗，1938 年有
146 名住院病人和 54 名门诊病人，其中 65 名是基督徒(Maxwell，
1938)。有意思的是，麻风病患对是否信仰基督教采取的是一种“功利
主义”态度，“上帝佑我，使我起死回生，则病后之躯，预备追随贵会之
后，以无限之兴奋，努力于万恶之中国麻疯之铲除”(张学彬，1931)。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杭州麻风院的“福音”运动，院方仅为引导，病患
可以自主决定信仰与否。
在“疗身”方面，杭州麻风院强调医院和医生应以“医责”和“医

德”并举为出发点。“作为医生，保障麻风病人的健康是他的神圣责
任，他应该花费更多的时间思考麻风的治疗问题。如果他发现自己的
治疗是无效的，病人对此亦有所抱怨，他就必须耐心探究问题所在，尝

试去解决这些问题;他必须经常阅读有关麻风病的书刊杂志，进行自我

充电，以便用最先进的方法治疗麻风病;他必须开放思想，愿意尝试各

种新的疗法;他必须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确信麻风病是可以治愈的，

而不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Editorial，1933)。在此前提下，杭州麻风
院将“有效治疗”作为“科学”治疗麻风病的基本原则。
在院方看来，只要有利于病人病情的减缓，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均

可以作为治疗手段。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两个角度论证。首先，院方允
许患者尝试不同的治疗方案。杭州麻风院的病人们相信入院治疗能够
取得成效，故都比较配合院方的治疗方案，甚至自己亦在尝试不同的治

疗方式，“尤以所谓靳蛇，乌梢蛇等为最普遍”(张学彬，1931)。其次，
从麻风院和医生的角度看，为“有效”治疗麻风病，医院采取了引导为
先、标本兼治的方式。对此，苏达立解释说:

(一)此病从前似乎没有希望。(二)现今人患此病若早来我
们医院，遵照我们治法，有很大希望。(三)此病系身体全部有病
(所以无论显现在骨头、皮肤、肌肉、神经和别处，其治法无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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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那治法的根本，就是我们所用的药油。这药油有两种用处，一
是打针，二是内服。但打针最为稳当。(四)现在有一种药水可用
在皮肤上。此药水极有益，也是我们所愿用。不过要请诸位注意，
须稍受痛苦。(五)若诸位于麻疯外发生别病，最要须先治意外之
病。诸位如觉得有意外之病，请即报告在山上的医生。(六)有些
疾病不大明显，恐怕诸位自己不能知觉，我们现在用特别试验法，

查察那些病。每礼拜我们试验 6 个人的血，查寻花柳病。若有人
患此病，我们也要替他治疗。以后我们还要验大便和寄生虫。以
上所写 6 条，是我们的治法。以下所写 7 条，是诸位可以帮助自己
的法子:(一)诸位要知足、有盼望、相信上帝;(二)饮食不可太多;
(三)饮食也不可太少;(四)每日要有定时解大便;(五)每日要运

动，最好是做工作;(六)每日要洗身体;(七)要想到为别人益处，

不可外出，免得此病传染别人。(《杭州广济分院治疗的报告》，
1931)

苏达立的解释告诉我们，杭州麻风院的“疗身”工作已经发展出一套
比较“科学”的方案。第一，观念上的引导，推广麻风病可治可愈的科学
观念;第二，树立及早治疗的原则，强调麻风症治疗的最佳时机在病发早

期，越早治疗效果越佳;第三，治疗手段多元化，采用打针、内服、外敷与
定期检查四种手段进行药物理疗;第四，疗身与疗灵并举，指导麻风病患

进行自我疗养，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调理身心，以为治疗之本。
在以“有效治疗”为原则的“疗身”过程中，杭州麻风院尤其关注世

界各地最新的治疗方法及新药，并进行临床实验。梅藤更于 1916 年在
一份有关医学进步的报告中向医院介绍最新的麻风治疗技术，称“大
枫子油之治麻疯，为医界所共知。但因其能令人恶心呕吐，人或避用
之。故近世乃将此药，与钠或诙盐类并合之以治疗此症。凡麻木状之
麻疯症，可用钠大枫子强矾于皮下注射之。每用一或二厘，一礼拜两
次，甚有功效”(梅藤更录，1917)。1933 年苏达立也曾在杭州麻风院进
行临床试验，“治愈医治方面，除口服大枫子油外，尚有用樟脑油、木焦
油及橄榄油和入二烷碱施行肌肉注射”(苏达立，1933)。
中西医不拘一格的治疗途径和注重医疗前沿方案的试验令杭州麻

风院的“疗身”工作取得了可喜进步，“在 1928 年，广济麻风院仅有病
人 35 名，1931 年则增加到 99 名;1928 年只有 16 名病人接受每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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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而 1931 年，则有 68 名病人接受每周的注射治疗、83 名接受每月的
药疗，只有 1 名病人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治疗”( Sturton ＆ Haddow，
1932)。不少病人经过治疗后，病症减轻，甚至治愈。1916 年杭州麻风
院利用菲律宾古岭麻风村把樟脑油、间苯二酚配合大风子油使用的方
法，成功治愈两人(Main，1916)。1931 年有一位广东病患经注射北京
协和医学院研制的新药“大风子酯”(Chaulmoogra Esters)基本痊愈出
院(刘临，1931)。1933 年苏达立报告称:“现在院中之 85 个病案，其中
25 人，因住院不到一年，故尚无报告。其余之 60 人，有一人症像已经
消失，11 人已大有进境，29 人已有进境，8 人病象如旧，5 人则较前加重
(其中三人为不加医治者)，而 6 人则已属残废，不能有痊愈之希望矣”
(苏达立，1933)。
必须强调的是，杭州麻风院的“疗身与疗灵”是在“人道隔离”的环

境中进行的。相对于野蛮的“强迫隔离”，“人道隔离”对麻风病患的尊
重使他们能够在麻风院中感受到“家园”的温馨，从而主动积极地治疗
而非如“强迫隔离”时的消极被动治疗且往往伴随逃跑情况的发生。

昔日所用惟一防御麻疯之法，厥维隔离，使患者绝对不与普通

民众相往来，此法经文明诸国行之多年，尚称有效，惟对于麻疯者

之待遇，未免过于残忍，是则此法虽善，而有待于考虑者，诚不鲜

也。监禁隔离法之急宜革新。徒守昔日所谓监禁隔离法以防御今
日之麻疯，殆为绝对不可能……隔离法不适于今日。昔日对于初
期麻疯，既不易认识，又无法医治，采用此法，尚有可说，然仍不免

以下之二弊:1.能使可以治疗之初期患者，逃之夭夭，藏匿不见，及
至症状毕露，无法隐遁，始束手就范，以致医治不易，坐失良机，比

比然也。2.最易惹起患者之无谓恐慌，故在有些国家，往往使患者
神经错乱，形成癫狂。隔离法之流弊极多，以上所举二端，特其最
著者耳。(《社论:舆论为铲除麻疯的关键》，1930)

杭州麻风院推行的恰恰就是“人道隔离”。梅藤更称:“麻风病院
不仅提供给病人衣食，他们也得到我们的医疗和灵性上的指导，他们每

个人在新家(指麻风院)里都很快乐，他们不再是一群被关起来等死的

令人厌恶的病人。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感到很愉快，很满足”(Main，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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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麻风人求福音”———人道隔离中之疗身与疗灵，是新教传教士
对近代中国麻风救治的第二个重要贡献，也是杭州麻风院总结出的经

验之一，“求主在天附听我词，既救其身更救其灵。奉命治病化亡为
存，走瘫净癞有如福音”(俞熙民、李振华，1924)。这相较于明、清时期
中国强迫隔离麻风病患，后又对其自由放任的救助方式是一个巨大的

进步;相较于明、清时期耶稣会士侧重“疗灵”的麻风救助，亦是一个巨
大的进步。从“强迫隔离”到“人道隔离”，从“自由放任”到“科学管
理”，从“疗灵为主”到“身心并重”，新教传教士大大推动了近代中国的
麻风救治。

四、为麻风人谋国族:麻风救治中之国权与人权

20 世纪 20 年代是中国自我锻造为“现代国家”之时，无论是自由
主义的西化精英还是持保守态度的遗民旧贵，无论是激进的民族主义

者还是温和的中庸分子，均将民族主义视为中国“国族重建”( nation
re-building)之正途。在举国利用民族主义收回国权的运动中，杭州麻
风院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杭州麻风院遭遇的冲击首先来自医院内部中国籍医生“国民”意

识的觉醒。广济医院的两位中国籍医生撰文说:革命势力膨胀的时期，
我们为医生的负着民众健康与发展医学研究的偌大使命，把残落的散

沙般的中国民族从危境里来挽回(吴江、朱潜，1927)。按照他们的建
议，广济医院，包括杭州麻风院必须收归国有，从而彰显从帝国主义手

中收回“国权”的“国民”使命。杭州麻风院遭遇的第二重民族主义冲
击来自杭州社会精英的压力。杭州湖山教堂牧师陈达三说:“麻疯病
现在既然没有对症的疗法，那少不来总要想个隔离的方法;而且长期隔

离，不得不建筑专院来收养;庶几可以将各乡各地害麻疯病的人搜刮绝

尽，不至于长此蔓延。现在在院的，已有六七十个狰狞可恶，面目可憎，
害麻疯病的中国人，见到他被累和传染，也是中国人。我们医界的有力
分子和社会上慈善家，应当站出来想个法子，捡选空气通畅，远离市肆

的地方，赶紧设立麻疯院去收养，何必一定要让外国人来专美呢?”(俞
熙民、李振华，1924)杭州麻风院遭遇的第三重冲击来自抱有私欲的极
端民族主义的谩骂。例如，杭州公立医药专门学校“于 4 月 26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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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演说收回广济医院医校前后经过情形，即英人梅藤更假帝国

主义者之力，侵略我们中国的土地，搜刮我们同胞的金钱种种罪恶，并

发表广济应行拨归该校的种种理由”。浙江省立产科职业学校亦表达
了同样的看法(《广济并入医专之运动》，1927)。
在上述社会各界民族主义者的冲击下，杭州麻风院和广济医院的

正常医疗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直到北伐军东路指挥部出台保护政策才

避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自行占据医院的恶果(《东路总指挥部布告保
护外人生命财》，1927)。北伐军入杭后，新成立的浙江省政府不久便
出台将广济医院包括杭州麻风院全部收归“国办”的通告，宣布“自 4
月 1 日起，由省政务委员会接办，并委蒋秋然、程浩等 6 人为广济医院
院务委员，组织委员会，办理该院一切事宜”(《广济归省政府直辖》，
1927)。
杭州麻风院作为广济医院之一部，亦被浙江省政府全权接收“国

办”。“杭州广济医院之麻疯院，自 4 月间被浙江省政府接收后，由委
员 6 人管理，每月所需经费，完全由政府负担，西人暂不接济”(兆彭，
1927)。浙江省政府将杭州麻风院收回自办后，为彰显民族主义，捍卫
“国权”，放弃了梅藤更所采取的行之有效的“人道隔离”，对杭州麻风
院内的病人采取了严格的“监禁隔离”。据病人郑重新描述:

有两件事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宗教会议和圣经研究现在被
严禁;第二，最严格的隔离被执行。一张贴在入口大门上的公告上
写着:“此地乃麻风收容所;访者禁止入内!”在院内，每一扇大门
的紧锁使麻风病人变成了囚犯。病人们允许请假离开，但是当他
们请假离开时一般都不被批准。(Maxwell，1927)

在民族主义的鼓舞下，浙江省政府甚至于 1928 年出台了针对麻风
病的处理办法。

近以麻疯病为慢性传染病之一，曾拟定取缔麻疯病办法。经
省政府委员会议决通过，现拟在滨海荒屿地方，设立麻疯院。昨特
令镇海、南田、定海、象山等四县县长云:“查麻疯病为慢性传染病
之一，残身弱种，为害至烈，故必于孤岛荒林，建筑麻疯病院，将患

者强制收容，不与外界接触，方足以防止传染，而免贻害社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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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长前为扑灭是项病源起见，业经拟具取缔麻疯病条例，提交省政

府委员会 104 次会议议决公布在案。所有麻疯病院地点，应调查
选择。查该县地居海滨，辖境以内，岛屿颇多，究竟有无公共屋宇，
堪供收容多数病人之用，周围情形如何，屋宇如何构造，附近有无

居民，除分令外，合亟令仰该县长迅即详细查明，于文到一个月内，

绘图列说。呈复候核，毋稍玩忽。此令。”(《浙江取缔麻疯病实施
之文告》，1928)

不过，浙江省政府的此项措施并没有真正进入“实施”阶段，约一
年后，浙江省民政厅厅长朱家骅称“省政府正在寻觅相当岛屿，预备建
筑一座大规模的麻疯医院，并拟将现在杭州麻疯院所有的病人迁过去，

以副隔离之实”(Wu，1929)。信心满满的浙江省政府很快发现取缔麻
风病、维持麻风院的不易，“监禁隔离”制度更引起病人们的恐慌，据
称:“惟浙江政潮累起，委员频更，以致一时负责无人，秩序紊乱，兼之
政府经费不充，接济不全，遂使院内疯人，大有惶惶然不能终日之慨”
(兆彭，1927)。

1927 年广济麻风院收回国办的举措，给杭州的麻风救治工作带来
严重影响。一方面，由于浙江省政府缺乏开办麻风救治必要的资金和
合理措施，致使麻风救治工作出现混乱和倒退，麻风病人的“人权”得
不到应有的保障，“病人打针者，不及 2 /10，以致病魔日见厉害。新近
来院者固不乏人，然总不及原有人数之多。现在男女病人共 50 余人”
(郑重新，1929)。“麻风救济工作自然地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Stur-
ton，1932)。另一方面，浙江省政府的举措鼓舞了民族主义的成长，杭
州麻风院的差会背景使得它很快被新兴的民族主义者盲目地认为是帝

国主义的象征，因此，收回杭州麻风院的举措，被这些民族主义视为张

扬“国权”的表征。邬志坚观察到杭州人对梅藤更数十年如一日的麻
风救治事工“不惟不感激，且表示恨意”(Wu，1929)。争“国权”与弃
“人权”形成了鲜明对比，原因何在?
以梅藤更为代表的传教士群体在浙江省的民族主义者眼中是帝国

主义的代理人;传教士和差会从事的事工被视为帝国主义侵华的证据。
故他们人为地强化在院就诊的麻风病人的“中国人”身份，赋予这些在
这场民族主义对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无法言语或论说的“弱者”以维
护“国权”武器的身份。作为其对手，以医药传教士苏达立为代表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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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团体或麻风救治群体，更为关注的却是麻风病人的“福利”，他们
强化了广济麻风病人的“病人”身份，以维护“人权”的方式对抗民族主
义对传教士在中国从事各项事工的消解。由此可知，萦绕于杭州麻风
院的“国办”与“洋办”之间的是“国权与人权”的冲突。这一点在普通
麻风病人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政府对于广济全部工作似抱收回决
心，并无交还之意;而西人方面惨淡经营，至有今日，亦不雅愿放弃。吾
人只要病人有饭吃、有屋住、有麻疯针打，无论政府办或西人办，均无轩
轾也”(兆彭，1927)。
的确，对于普通麻风病患而言，精英们目光所集中的民族国家大义

等“国权”远远不如他们所关注的“有饭吃、有屋住、有麻疯针打”等“人
权”现实。故在这场民族主义者与传教士之间有关“国权与人权”的争
斗中，普通麻风病患是支持传教士从政府手中收回他们的“麻风家园”
的。中华麻风救济会向国民政府提请发还杭州麻疯院的呈文，道出了
他们的心声:

为呈请发还杭州麻疯院以众人道而敦国际友谊事。窃查杭州
麻疯院为英人梅腾根氏在浙垣所创办之广济医院之一部，开办以

来，已历 30 余载，有功社会殊非浅鲜。且麻疯为害虽烈，地方人士
绝少注意，故偶有患此恶症者，诸医束手，亲戚远离，投奔无门，惟

有奄奄待毙而已。梅氏独具只眼，创此东南诸省绝无仅有之麻疯
院，以之收养此辈，从事医治，尤为难能可贵。当我军克复江浙之
际，因一时西人远离，管理无人，故有将麻疯院及广济医院全部划

为省办之举，此乃军事倥偬之间，省政府一时权宜之计，初无永占

西产之意也。惟嗣后证据底定，蒋总司令、伍外交部长及何部长均
先后主张发还，省政府亦经一再议决照办，然终迟迟未见实行此

事，不但西人大为失望，即敝会同人亦不以为然也。近闻浙江省政
府又有议决实行发还之举，为此尊请均部、钧署明令执行，不致再
有阻碍，实为德便专肃、促请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本会呈请国
民政府发还杭州麻疯院致王外交部长及赵交涉员电文》，1928)

在传教士、中华麻风救济会等努力下，杭州麻风院最终发还，由传
教士继续承办。苏达立在致邬志坚的信中表达了传教士和麻风病患的
喜悦之情，他说:“你将很高兴听到 6 月 23 日广济麻风院、肺结核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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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院正式发还，7 月 1 日将广济总院全部发还的消息吧! 6 月 24 日，
麻风病院举行了一场特别感恩事工。病人们对于能够重新进行基督礼
拜非常喜悦。他们的幸福必是发自肺腑的喜悦，如同您这样对他们的
福利感兴趣的人们一样”(Maxwell，1928)。由此可见，传教士对近代中
国的麻风救治的第三个贡献，在于他们更多地关注麻风病患的“人
权”，“人道隔离”中的疗身与疗灵，远较明、清时期耶稣会士的“疗灵”
工作和中国地方政府与士绅自由放任的“隔离”传统更为“进步”。

五、公共领域中的慈善、福音与民族主义:
近代中国麻风病救治史研究再思

在近代中国，何谓“公共领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认同
黄宗智的看法。黄宗智在辨析相关研究后提出“第三领域”的概念，即
其一指“公共权威的领域”;其二指“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即市民社
会;其三指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相互结合。其目的是希望借助这个
他认为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范畴”来打破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
理想类型，指涉近代中国那些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领域。近代中国
的麻风病救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建构的公

共领域中的公共卫生问题。
梁其姿认为，来华的西洋教士、医生与中国社会精英在积极推动麻

风院与麻风村的建设时，都完全不提明清以来闽、粤、赣地区的隔离传
统。他们的刻板想法就是中国是一向漠视麻风疫情，也从来没有真正
处理过麻风传染的问题(梁其姿，2003)。在笔者看来，这种批评是一
种误读，亦是对“公共领域”中麻风救治之“慈善”精神的否定。
通过前文论述可知，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和中国西化精英并非遗忘

了中国旧有的麻风救治传统。所区别者，传教士和中国精英是将传统
中国的麻风救治事业放置在为“科学”救治麻风提供参照的基础上，故
他们更多强调传统中国麻风救治的“自发”、“无力”与近代中国传教士
和中国精英主导下的麻风救治的“自觉”、“有效”。如创办湖北孝感麻
风病院的传教士傅乐仁(1914)指出:“各省染此恶症者，不下数十万，
而真能谋所以慰藉疗治之法者，殊乏其人。间有数地官吏怜悯病者，特
设麻疯村以居之，并给以粗粒之饮食，使之苟延残喘，然从未闻有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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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欲疗治其疾，或铲除此症之根源者。”在傅乐仁眼中，相对于传统
中国大众漠视、官吏无心之“自发、无力”的麻风救治状况，传教士的救
治工作显得“确有成效”。他说:“救治中国患有麻疯之人而确有成效
者，当推欧美各布道会所设立之麻疯院。其办法则仿西国之成规;其经
费则为英国麻疯救济会所捐助，院中办事人，有时且赴各麻疯村招集病

者，或为之疗治躯体上之痛苦，或为之祈求灵魂上之幸福，凡在教会麻

疯院之病人，皆受仁慈之待遇，衣食居住，清洁安适，设有因疾逝世者，

亦必礼葬于院旁坟地，而不使暴尸原野，若广东之北海、浙江之杭州、福
建之福州、福清等处，大英教会，办理此事，颇著成效。”(傅乐仁，1914)
邬志坚指出:“查中国麻疯，历史悠久，而麻疯病院，乃 19 世纪末页之
产物，其先纵有麻疯村落、及麻疯收容所，但考其性质，非所谓今兹癞病
院也”(邬志坚，1934 － 1936)。在他的分类标准中，所谓“今兹癞病院”
实指“麻疯疗养区、麻疯疗养院、麻疯医院、麻疯诊所”四类以“科学之
麻疯诊断”为基础，“自觉”、“有效”疗治麻风病的机构，故不同于“中
国初期麻疯院，因癞病学之不甚昌明，故赈恤治疗”、“因陋就简”、“人
力物力不足”的状态。
傅乐仁和邬志坚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麻风救治贡献的界定，凸现

的问题意识是:针对传统中国政府和社会乡绅设立的麻风村等隔离救

治机构，传教士带来的新的麻风救治理念，不仅采用严格的隔离方案，

更重要的是，在隔离中实行肉体上的医治和精神上的劝慰，“疗身与疗
灵”并举，使麻风病患能在麻风院中“救治与养老”。故当中国民族主
义者奋而反对作为殖民主义象征的麻风病院与传教士医疗以为麻风病

患谋国族时，麻风病患却情愿追求“有饭吃、有屋住、有麻疯针打”的
“人权”。进而，浙江省政府将麻风病院发还到传教士手中，这件看似
丧“国权”的事情却因麻风病患之“人权”得到保障，继而麻风病院向浙
江省政府立案，使“国权与人权”并得而成为“一件真正令人愉悦的事
情”(Maxwell，1928)。为麻风人谋国族，首先谋求的是生存和平等的
人权，继而是国权。
邬志坚称:“中国麻风区之广、病民之多，甲于任何患癞国家，然中

国之国立麻风病院尚未设立。其实，中国政府对此危害国家民族之疫
痛，始终犹未虑及。在此百废待兴之际，我人对于政府虽不可责之过
苛，然其忽视斯疾，诚未一不可掩之事实也。倡导者虽感力竭声嘶，而
推动之枢纽，始终维系于基督教团体，此诚大惑而不可解者也”(邬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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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1934 － 1936)。当我们以公共领域中之慈善、福音与民族主义为视
角重新审视近代中国麻风病救治史时，邬志坚之“大惑而不可解者”之
答案即呼之欲出。近代中国麻风病救治之推动枢纽之所以为传教士，
其根本原因在于梅藤更、苏达立等人确立了麻风救治的三大理念，即为
麻风人筑家园、求福音和谋国族。在这三种新理念的支撑下，他们对麻
风的救治既强调隔离，又注重人道;既强调肉体治疗，又注重心灵诊治;

既突出人权，又能尽量调和国权，不但有效建构了公共卫生，而且大大

促进了公共领域的成长。杭州麻风院首任院长梅藤更的一段话相当精
辟地论证了上述结论，我们引用在此作为本文的结语:

麻风救济会不仅提供给病人衣食，他们也得到我们的医疗和

灵性上的指导，他们每个人在新家(指麻风院)里都很快乐，他们

不再是一群被关起来等死的令人厌恶的病人。他们和我们在一起
感到很愉快，很满足……他们以令人惊奇的方式改变自己;家的人
性化和基督化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很快成为正常人和基督
徒……36 位住院病人，吃得饱、穿得暖，自己烹饪，在菜园工作，他
们祷告、赞美，是基督徒事工和基督福音最确实和最好的见证与阐
释。(Main，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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